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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建设与国家治理：从行政诉讼改革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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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家治理体系建设已经成为实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途径。在国家治理体系建设中，

不仅要着眼于提高行政能力和扩大社会参与，而且应当充分发挥法治的治理功能。法治能够为行政治理与公

众参与提供制度保障，其也是国家治理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平台，法治的功能有力地表明了习近平指出的“全面

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论断的正确性。以实现善治为基本目标，本文倡导将法治建设作为国

家治理的一个基本模式，提升司法系统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为了从理论上论证依法治国对国家

治理体系建设的重要性，本文通过文献梳理，概述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治理所取得的成就，以２０１４年以来的行

政诉讼改革为研究对象，展示法治在国家治理中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和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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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　言

在经济高速增长和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大背景

之下，我国政府越来越重视通过国家治理体系建
设来化解一系列由发展和增长带来的社会问题，
如污染、交通拥堵、资源枯竭、疾病控制和贫困化
等。从已有的治理经验来看，我国将更多的注意
力放在了如何提高行政能力和扩大社会参与之

上，相对而言，法治建设在国家治理当中的作用没
有得到充分发挥。作为治理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法治在促进和保障行政治理与社会参与的
过程中，仍然存在着相当大的空间有待拓展。

２０１２年以来，在党中央领导集体的共同努力
下，依法治国取得了实质性的进步，司法体系为社
会问题的治理提供了更加畅通的制度渠道，越来
越多的治理问题纳入到了司法过程，很显然，全面
依法治国的发展战略已经为国家治理体系的建设

奠定了良好的法治环境和制度基础。为了从理论
上论证依法治国对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重要性，
在文献梳理的基础上，本文以２０１４年以来的行政
诉讼改革为研究对象，展示法治在国家治理中不
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和积极作用。

二、文献回顾与基本观点

行政能力是影响发展中国家治理的一个关键

因素。一般情况下，弱国家会极大地影响到一个
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法律和秩序等公共产品的
供给①，在发展中国家，制度吸纳能力低下②和行
政治理的低效③甚至会造成国家的失败。亨廷顿
发现，按照西方模式建立起来的新兴国家并没有
因为政治转型而实现经济增长与政治稳定，相反，
低水平的制度化通常导致人们的参与需求无法得

到很好满足，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寻求在选举之外
进行政治表达，如骚乱、暗杀和内战等②。为此，
从应用的角度，有学者指出，解决国家治理能力低
下的一个主要办法就是在制度供给端设计一些能

够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和扩大执法范围的制度，例
如，重新设计公共部门的组织和管理模式、对政治
制度加以改进和完善、重建合法性基础以及推进
公民文化建设等③。
不过，以行政机构为主体的治理结构不同程

度地面临着两大相互关联的问题：委托－代理与行
政责任。为了克服规模障碍，行政机构内部一般
会选择在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进行权力分配，上
级政府会委托下级政府代为执行某些政策，但是，
由于上下层级之间存在着难以克服的信息不对称

问题，委托－代理就必然带来不同程度的政策执行
偏差。在通常情况下，代理机构会利用信息不对
称来强化自身的议题、减少承担的责任、挤压委托
人的目标，甚至在执行上级指令时“偷工减料”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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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在监督不力的情况下，官僚机构自主性的强
弱就成为影响国家治理能力的最重要因素⑤。在
发展中国家，政府行为一般只受到有限的责任制
约束，源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纵向责任约束以及
源于国家机构之间的横向责任约束都相对薄

弱⑥，因此，委托－代理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就显得
更加突出，从而极大地影响到全国性政策的贯彻
执行和国家治理的效率。在发展中国家，政府的
责任机制往往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对官员的约束
力较小，责任制基本上以内部监督的平行责任为
主，纵向责任（如司法机关）的参与监督水平普遍
较低⑥，由于庇护主义（ｃｌｉｅｎｔａｌｉｓｍ）盛行，政府官
员出于政治忠诚考虑，会将自己的责任更多地给
予他的庇护者而不是公众，如政党、军人和亲属
等⑦，更常见地，政府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从社
会上寻求经济回报，将好处给予那些社会经纪人
并从中获利⑧。
近些年来，发达国家的研究结论揭示出社会

参与的重要性。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提倡把社会
参与作为行政治理的一种补充形式，以便应对因
行政能力不济而带来的治理不善问题。社会参与
对于治理的价值，１００多年前就被托克维尔所发
现，在游历了北美大陆之后，托克维尔断言发现美
国社会繁荣的奥秘，即新英格兰乡镇自治精神填
补了美国当时弱国家（特别是弱联邦）的空白⑨。
不过，在经历过长期的繁荣之后，后物质主义对美
国社会的传统造成巨大的冲击，托克维尔意义上
的乐于结社精神，逐渐沦落为“独自打保龄球”，社
会参与的热情出现明显衰退瑏瑠。社会参与之所以
对国家治理具有积极的价值是因为通过互助和合

作，参与者建立开放的关系网络，维护和巩固彼此
之间的信任关系。罗伯特·Ｄ·帕特南认为，在
一个共同体中，信任水平越高，合作的可能性越
大，而且，合作本身还会带来社会信任瑏瑡。通过跨
国比较，福山发现信任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并
以此解释为什么不同国家经济繁荣和政治发展的

程度不同瑏瑢。善治理论承继了托克维尔的思想资
源，强调社会组织的重要性，认为民间组织是善治
的社会基础，不过，不同于托克维尔，善治理论者
更强调社会组织对政府的制约功能瑏瑣。社会组织
参与国家治理主要有国家合作主义和社会合作主

义两种模式：前者强调参与治理的社会组织应当
在数量上有所限制，在组织结构、组织目标和资金
来源方面更依赖于国家；后者鼓励社会组织之间
的竞争，在组织形式上倡导独立于政府之外瑏瑤，来
自西方经验的这两种模式在发展中国家都有丰富

的样本。
不过，作为国家治理的一种模式，社会参与的

有效性需要具备一些基本条件，否则，治理会陷入
无序和混乱之中。第一个条件是，政府必须为社
会组织提供正式的参与渠道，如选举、结社等，但
这个条件在发展中国家大多发展不完备，即使有
相关的制度安排，由于多种原因，或者被闲置，或
者被扭曲瑏瑥。第二个条件是，社会需具有悠久的
自治传统，社会组织积极寻求合作，同时，社会组
织拥有充分的经济资源来治理具体的社会问题

（如环境污染等）。不幸的是，绝大多数发展中国
家都缺乏自治传统，由于经济落后，社会组织也难
以在民间募集充足的资源独立地应对各种治理难

题，这种状况为国际非政府组织（ＮＧＯ）的介入提
供了机会，这些组织或者提供资金援助，或者提供
技术支持，不过，援助接受国的腐败问题让国际社
会的努力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瑏瑦。
在世界银行的治理指标体系中，法治也是一

个主要的测量变量瑏瑧。当福山强调提高发展中国
家行政效率之时，马克·普拉特纳（Ｍａｒｃ　Ｆ．Ｐｌａｔｔ－
ｎｅｒｕｐｄａｔｅｄ则坚持认为国家治理的改善有赖于法
治的完善，在后者看来，官员的责任约束与化解纠
纷的制度建设在国家治理中居于同等重要的地

位，同时，只有在法治之下，公众参与的权利才能
得到保障，参与的效能才可能充分发挥出来瑏瑨。
由此看来，法治是上述治理模式的补充和保障，没
有基本的法治环境，行政治理与社会参与治理的
绩效都会大打折扣。在发展中国家，仅仅重视选
举制度建设、开放公众参与的制度渠道在短期内
是难以解决贫困、疾病和社会秩序等公共问题的，
在很多情况下，上述问题的解决缺乏效率，经常促
使民众放弃对民主制度的支持瑏瑩。
法治之所以是行政治理与社会参与治理的一

种基本模式，是因为法治紧密地和国家治理能力
及公民参与的潜力联系在一起的瑐瑠。行政机构是
国家治理的核心组织，如果地方政府和官员的行
为缺乏刚性约束，政府责任就会成为削弱治理能
力与绩效的一个重要原因⑤。法律和制度的规范
能够有效克服行政组织之间的结构性难题，强化
地方政府对中央的责任⑥。在法治环境下，由于
民众可获得正式的参与渠道，社会也会展示和释
放出更为积极的态度和参与热情，不仅能够监督
政府的治理行为，而且能够积累无可替代的治理
资源，更重要的是，民众还会在相关的司法实践中
逐步树立起适应治理需求的规则意识和权利意

识瑐瑡，因此，作为一种治理模式，法治不仅能够为

２９３



２０１９年第４期 谢　岳：法治建设与国家治理：从行政诉讼改革的视角

社会参与提供通道和保障，而且还是维持社会秩
序的建设性平台。一旦法治的治理功能被有效利
用，国家治理体系的三边平衡关系就建立起来了，
整体的治理能力也会因此得到全面提高。
从治理的迫切性和治理效率的角度考虑，国

家治理行动应当优先赋予司法系统对于行政机构

的监督权，为司法系统介入公民与政府之间的行
政纠纷提供更多的制度空间。司法机构履行行政
监督，一方面能够强制性地迫使地方政府履行行
政责任，降低委托－代理问题给治理造成的效率消
耗，另一方面能够从制度上保障社会参与的权利，
使其参与更加稳定和常规化瑏瑨。

三、国家治理体系的本土化建设

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我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已
经基本建成，治理能力显著提高，在社会问题化解
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国家治理体系的建
设与完善集中在三个方面：①以制度化的方式规
范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建立起下级政府对上
级政府负责的体制内约束机制；②政府扶持社会
组织的发展，调动社会参与治理的积极性，在社会
治理的诸多领域建立起政府与社会协同治理的机

制；③不断完善依法治国的法制体系，发挥司法机
关的治理功能，既为实现国家目标也为保障个人
权利提供了刚性的制度保证。

（一）央地关系制度化
为了提高国家治理水平、适应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不同层级政府之间的关系
进行过多次改革与调整，改革与调整不仅涉及纵
向的央地关系，而且涉及横向的政府部门间的关
系。纵向改革以增加地方政府自主权为目标，给
予地方更大的行政、人事、财政以及地方事务管理
的权限；横向改革以增强部门间的合作协调为目
标，提高政府在公共事务管理中的整体效率，构建
“无缝隙”的公共机构。府际关系的改革为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与社会发展创造了积极的制度条件，
优化了行政资源，在促进地方发展的同时，提高了
公共管理的绩效。

１９９４年的分税制改革极大地提升了中央政
府的税收水平，同时，软预算约束总体来说满足了
地方发展的需要，增强了地方政府的财力。１９７８
年全国性政府财政收入只有１１３２．２６亿元，２０１５
年全国性政府财政收入为１５２　２６９．２３亿元，约是

１９７８年收入的１３５倍。１９７８年，中央财政收入为

１７５．７７亿元，地方财政收入为９５６．４９亿元，２０１６
年，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分别增长到７２　３６５．６２

亿元和８７　２３９．３５亿元瑐瑢。在过去四十余年里，央
地财政关系的制度化改革一方面提高了中央的财

政能力，从而提高了财政在地区性再分配中的作
用，另一方面地方政府财政能力也得到了极大提
高，它们承担了主要的社会保障性支出。财政状
况的改善直接反映在社会保障、民政和环境保护
等社会治理突出领域。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为底层人

口和劳动竞争力较弱群体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
不仅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一种国家保险，而且生动
地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平等原则，有效缩短了人口
之间的贫富差距。国家在社会保障性支出方面总
的趋势是逐年增加，并且增长的速度越来越快。

１９９４年，国家财政用于抚恤与社会福利支出为

９５．１４亿元，２００５年，国家财政用于抚恤与社会福
利救济费支出为７１６．３９亿元瑐瑢。２００７年始，政府
将就业问题列入财政预算之列，使得社会保障的
开支大幅度增加，２００７年中央和地方财政用于社
会保障和就业支出为５４４７．１６亿元，２０１５年中央
和地方财政用于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到

１９　０１８．６９亿元，是２００７年支出的３．４９倍。民政
事业的投入也直接关系到民生问题的治理，１９８８～
１９９０年，由于财政能力较低，民政费用支出规模
较小，平均增长率维持在１．５％以上。２００３～２００５
年，我国的经济进入黄金时期，民政费用的支出也
随之扩大了投入规模，２００５年的支出是１９９０年
支出的１３．８倍，这３年的平均增长率超过了

２％瑐瑢。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治理提高到一种战
略高度，关涉民生问题的社会治理受到前所未有
的重视，民政事业的财政投入呈现几何级数增长，

２０１６年全国社会服务事业费支出５４４０．２亿元，是

１９８８年全国社会服务事业费支出的近１３６倍，并
且其每年的财政投入占国家财政收入的比例维持

在平均３％的水平瑐瑣。为了降低在经济发展过程
中环境破坏所造成的影响，２００６年起，国家开始
大规模地增加相关财政支出，用于环境保护与城
市水资源的建设，２００２～２００６年，财政投入的规
模相对较小，增长幅度也较慢，从２００７年开始，这
种状况得到了显著改变，从２００７年环境保护支出
的９９５．８２亿元增加到２０１５年节能环保支出的

４８０２．８９亿元瑐瑢。
虽然社会问题的治理取得上述巨大成就，不

过，中央政府仍然正视由行政规模和结构的原因
而导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或者，换句话说，正是
由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府际

关系面临的信息不对称难题得到有效控制，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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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治理才因此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正如学
者研究发现，在我国的五级行政层级结构中，即便
每级政府百分之百地执行中央政策，来自最高层
的政策任务在乡级政府层面最终也只能完成百分

之七十，另百分之三十的政策任务由于行政系统
客观存在的问题而被耗散掉了瑐瑤。为了降低上级
政府政策在下级机构那里的执行偏差，中央政府
在改革初期就建立一套完整的监督机制，在上下
级政府之间维持一种有效的责任关系。干部岗位
目标考核制度是约束地方干部、维护中央权威的
一个主要办法。根据目标任务的重要性，责任目
标被分解为“硬指标”与“软指标”，前者主要包括
经济增长、计划生育与社会稳定，后者包括的内容
则更多一些。虽然部分基层政府会在“硬指标”与
“软指标”之间进行权衡，理性地优先执行“硬指
标”瑐瑥，或者对上级政策采取 “选择性执行”瑐瑦 或
“非均衡执行”瑐瑧，不过，定量研究发现，岗位责任
制在激励或约束地方干部执行上级政策方面，从
整体上看，发挥的作用还是相当显著的，干部行政
层级越高，责任履行得越严格瑐瑨。

（二）开放社会组织的参与通道
我国的社会组织在改革开放之后获得迅猛发

展，介入地方社会事务治理的积极性高涨。２００９
年以来，基金会和民办非企业单位增长的势头尤
其显著瑐瑣，这些社会组织不仅承当范围广泛的社
会治理职能，而且为社会提供数量可观的就业机
会，减轻了政府面临的就业压力。按照组织与政
府的关系，我国的社会组织大致分为三类：一类是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行政机构精简而诞生的行政性社
会组织，它们由行政机构转变为社会组织，承担
“政府职能”；第二类是那些由政府转变而来但不
具有专属权的社会组织，它们介于行政性社会组
织和独立式社会组织之间，代替政府行使那些社
会性较强的职能；第三类是在财政和行政上都独
立于政府之外的组织瑐瑩。前两种类型是国家合作
主义在我国本土化的典型案例，也是我国社会组
织参与治理的主体，在这两种类型的社会组织中，
由于与政府之间保持了密切的关系，这些组织不
仅资源丰富，而且参与能力强，承担了许多政府转
移过来的行政职能。在第三种类型中，社会组织
尽管在内部组织管理上独立于政府，但也必须借
用政府的平台和资源，例如，那些具有很强民间色
彩的环境保护组织在参与环境治理的过程中，其
自我定位就是政府的“帮手”和“合作伙伴”瑑瑠。近
年来，随着我国民主制度的不断健全，“草根动员”
成为普通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另一种渠道，“草根

动员”通常是一种小规模的集体行动，行动的诉求
主要围绕个人际遇，表达的对象一般指向基层政
府，为了降低政治风险，“草根动员”的参与者大多
会采取和平与理性的方式，集体诉讼是比较常见
的形式瑑瑡。需要说明的是，“草根动员”通常既无
组织也无政治目标，对社会秩序不会构成实质性
的威胁。
为了使社会组织能够有效参与国家治理，中

央政府着重致力于四大问题的改革：第一，在地方
政府的利益追求与社会组织（包括个人）的利益维
护之间达致平衡。国家鼓励地方政府在社会治理
当中有更大的作为，同时，也通过政治纪律、行政
责任制和行政法规抑制地方政府的政绩冲动，保
护社会和个体的利益，减少两者之间的冲突。第
二，鼓励各级政府为社会参与治理提供更多的途
径。在过去十多年里，地方政府自主创新就是一
个典型的案例，由中央部门倡导和牵头，经由地方
政府试验，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竞争，并将行之有效
的试验结果推广到其他地方，这些地方政府自主
创新大多数是关于社会参与治理的项目，从环境
治理到财政民主瑑瑢。第三，积极发挥市场的作用，
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旨在降低行政成本，
提高社会服务效益。政府向第三方社会组织购买
公共服务，具有明显的公共性和公益性，范围覆盖
教育、就业、社会保险、医疗卫生、住房保障、文化
体育及残疾人服务等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瑑瑣，市场
成为政府治理社会问题的一个重要机制。第四，
放宽了社会组织的登记管理制度。党的十八大以
来，对公益慈善类、社会福利类和社会服务类等社
会组织，民政部门既可以履行登记部门的职责，又
可以承担业务主管单位的职责，换句话说，社会组
织的登记管理制度由原来的双重管理逐步转变为

单一管理登记制度，方便了社会组织的发展，适应
了社会参与的需要。

（三）规范权利与权力关系
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我国已经确立了依法治

国的方略，逐步完善了社会主义法治体系：颁布和
实施了覆盖民事、商事、刑事和行政等主要领域的
法律规范；建立起全国性的司法审判系统和律师
制度，司法职业化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在规范政
府行为和保护公民权利方面取得巨大进步瑑瑤，简
言之，法治国家的建设已经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
供了基本的保障和条件。司法制度和司法机关在
以下几个方面积极推进了国家治理事业：

（１）为国内外投资提供日益完善的产权保护
和稳定的政策环境，促进了长期的、高速的经济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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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因为司法制度越完善，国内外投资的积极性越
高瑑瑥，例如，我国涉及契约的经济纠纷结案率在

２０１６年达到了９３．４％瑐瑢，有效地化解了各种交易
纠纷，同时有力地维持了市场经济秩序。在固定
资产投资方面，由于司法制度日臻完善，利用外资
和自筹资金的投资额显著增长：１９８５年，两项资
金投资额分别为７３．５２亿元和３３９．９９亿元；２０１５
年，两项资金投资额分别飙升至２８５４．４亿元和

４１４　８０２．４亿元瑐瑢。
（２）为社会矛盾的化解提供制度性的平台和

通道，司法成为社会矛盾的有效“缓冲器”瑑瑦。随
着司法体系的不断完善，国家逐渐将纠纷引导到
各级法院加以审理，受理案件数量不断增加，特别
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对立案审查制度进行了
改革，在全国司法系统推行立案登记制度，凡是当
事人提出的立案申请，法院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

２０１１年和２０１５年全国法院一审受理案件数量分
别为７　５９６　１１６件和１１　４４４　９５０件瑐瑢，改革极大地
提升了司法机关处理社会纠纷的空间，有效地抑
制了社会矛盾的蔓延与升级。

（３）抑制地方政府的“选择性执法行为”，为公
民监督基层政府和官员行为提供了法律保障瑑瑧。
行政诉讼法的颁布、实施以及修改一方面为上级
政府监督下级政府提供了法律依据，另一方面也
为公民监督政府提供了法律依据。监督政府和干
部的法律不是虚置的，而是实实在在地规范着行
政行为。例如，２００９～２０１５年，人民检察院对行
政违法和侵犯公民权的案件保持了持续的和高强

度的执行力，将大量行政当事人起诉到法院，由司
法对其涉嫌违法行为加以审理和判决瑐瑢。

（４）法律规章与司法制度有效保障了公民基
本权利。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颁布以
来，国家已经对其进行了多次修改，修改的条款大
多围绕着“如何进一步完善公民权利”这个目标而
展开，使得公民权利在法律层面有了制度保证。
针对行政权力行使不当而造成的公民利益受损的

情况，国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家赔偿法》，这些法律的颁布一方面使得“依法行
政”有法可依，另一方面也为公民用法律捍卫自身
权利提供了机会。过去四十余年，宪法列举的抽
象的公民权利在逐步地被具体化和制度化，例如，
制定了保护妇女和青少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妇
女权益保障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
法》、保护劳动者权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以及涉及个人财产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等，这些法律在初次颁布之后经过立法机关的多
次修改，在司法实践当中更加完善，更加适应公民
的权益需求和社会变化。

四、行政诉讼改革

早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国家就开始尝试以法
制的形式规范与约束政府行为、保障公民权利。

１９８９年《行政诉讼法》的颁布与实施，标志着行政
诉讼制度的正式建立，对行政法治起到了巨大的
推进作用瑑瑨，然而，司法界和法学界普遍认为，这
个法律文本日渐显现出诸多结构性缺陷和深层次

矛盾瑑瑩。《行政诉讼法》的司法实践问题集中表现
在：行政相对人权益的救济功能不足、受案范围较
窄、公益纠纷缺乏法定的诉讼主体以及法院对行
政机关的监督缺乏明确的法律条文等瑒瑠。为了让
《行政诉讼法》发挥更大的作用，真正实现“把权力
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政治承诺，２０１４年以来，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行政诉讼法》进行
了两次修改，针对已有的问题，行政诉讼改革着重
完善司法机关对行政机关的监督功能，提高司法
机关化解行政纠纷的能力，将行政协议和公益诉
讼纳入行政诉讼的范围，扩大了法律的适用范围。

（一）完善司法的行政监督功能

２０１４年修改的《行政诉讼法》主要体现在：国
家要强化司法机关的行政监督功能，对行政首长
采取强制性应诉的规定，调整司法管辖范围，增强
法院对“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的权力。
行政首长出庭应诉是有效保障司法机关履行

法制监督职能的一项有意义的举措，１９８９年《行
政诉讼法》颁布实施以后，“告官不见官”的现象并
不鲜见，这种现象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行政争议
的有效解决和司法裁判结果的顺利执行。党的第
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
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健全行政机
关依法出庭应诉、支持法院受理行政案件以及尊
重并执行法院生效裁判的制度。２０１４年修改的
《行政诉讼法》不仅确立行政首长应诉或者委派出
庭的强制性要求，还为行政首长无正当理由拒不
到庭的状况设置了法律后果，例如，《行政诉讼法》
第６６条第２款规定：人民法院对被告经传票传唤
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
庭的，可以将被告拒不到庭或者中途退庭的情况
予以公告，并可以向监察机关或者被告的上一级
行政机关提出依法给予其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

任人员处分的司法建议。
为了改进司法机关的行政监督功能，避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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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干预”，２０１４年修改的《行政诉讼法》完善了管
辖制度，增设提级管辖、跨区域管辖和巡回法庭等
内容。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２８日，最高人民法院第三巡
回法庭在江苏南京正式揭牌，辖区范围包括江苏、
浙江、上海、福建和江西５省市，截至２０１７年７月

１８日，第三巡回法庭共受理案件１４２４件，审结

８４１件，其中，受理的行政案件９６４件。从案件类
型来看，受理案件中职务犯罪较多，涉及贪污罪、
受贿罪和挪用公款罪３类罪名的申诉材料达８２
件，行政案件主要集中在土地资源、征收拆迁、规
划和登记等城建行政管理领域瑒瑡，上述这些集聚
的案件多具有群众关注度高、案件事实复杂和裁
判尺度不统一等特点。

２０１４年修改的《行政诉讼法》赋予法院拥有
对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的权力，行政规范性
文件的合法性是一个长期令人困扰的问题，由于
行政规范性文件往往涉及非特定对象和事件，因
而无法被纳入行政诉讼的审查范围，该法在对接
行政复议法“行政规定附带审查”的基础上，确立
起对行政规范性文件的附带审查机制，这是对原
有行政诉讼制度只涉及具体行政行为审查的边界

作出的重要调整。２０１４年修改的《行政诉讼法》
尽管只是将行政规范性文件作为附带审查的对

象，但是只要当事人提出附带审查请求，它就构成
一个独立的诉讼请求，法院有义务予以回应，而不
能再以法律无明确规定为由拒绝或者逃避审查。
从审查结果看，《行政诉讼法》第６４条规定：

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中，经审查认为本法第

５３条规定规范性文件不合法的，不作为认定行政
行为合法的依据，并向制定机关提出处理建议。
通常在向指定机关提出处理建议时，应当释明规
范性文件不合法的结论及其理由、如何处理及其
理由。根据司法解释，还可以抄送制定机关的同
级人民政府或者上一级行政机关瑒瑢，由此可见，行
政规范性文件不合法的后果对于个案而言，只在
个案中不予适用，而不是撤销或者改变规范性文
件。

（二）提高行政诉讼法律的纠纷化解能力
改革开放以来，急速增加的行政争议如土地

权益、房屋拆迁、社会保障、环境污染、工伤认定和
安全生产等都迫切需要制度化的方式有效解决纠

纷。为了应对行政争议的新情况，２０１４年修改的
《行政诉讼法》在功能上进行了重新定义，指出行
政诉讼立法制度的目标是为保证人民法院公正、
及时审理行政案件，解决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
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该法试图改变旧行政

诉讼体制可能存在的重“司法审查”、轻“纠纷解
决”的弊病，强调“解决行政争议”对于“保障相对
人合法权益”的重要性。

１９８９年的《行政诉讼法》实施后，当事人在行
政纠纷解决路径的选择偏好方面表现为“大信访、
中诉讼、小复议”的特征瑒瑣，这些特征表明，作为化
解行政纠纷主渠道，行政复议所发挥的作用有
限瑒瑤，导致行政复议低效的根本原因和旧法当中
的制度设计存在着密切的关系。１９８９年《行政诉
讼法》规定：经复议的案件，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
具体行政行为的，作出原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
关是被告；复议机关改变原行政行为的，复议机关
是被告，这极大地刺激了行政机关为了免于被告
而一味追求维持原来的行政复议决定。正如学者
所言，置于我国行政机关唯绩效考核为重的背景
下，前述制度设计尤其契合复议机关作为一个理
性经济人的趋利避害本性瑒瑥。２０１４年修改的《行
政诉讼法》对此作出调整：经复议的案件，复议机
关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的，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
政机关和复议机关是共同被告；复议机关改变原
行政行为的，复议机关是被告。这种改革迫使复
议机关必须根据案件实情，确实履行行政责任，无
论复议结果是维持还是改变原行政行为，复议机
关都成为行政诉讼的适格被告。
司法调解被证明是诉讼的一个有力的补充，

不仅能够极大地提高司法效率，而且能够有效地
将纠纷化解掉瑒瑦。不过，在２０１４年《行政诉讼法》
修改之前，法院调解只适用于民事纠纷，法官不得
对行政纠纷使用调解的办法。对行政争议只使用
审判和裁决而禁用调解，会给行政纠纷带来这样
一个难题：法院的判决并不能从根本上将诉讼当
事人的矛盾消解掉，相反，在很多情况下，判决反
而加剧了双方的纠纷，并且相当多的案件要么重
新回到法院，要么进入信访系统瑒瑧，这种情况显然
不利于社会的和谐、不利于政府与公民之间和谐
关系的建立。鉴于此，２０１４年修改的《行政诉讼
法》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但
是，行政赔偿、补偿以及行政机关行使法律、法规
规定的自由裁量权的案件可以调解。虽然此次修
改是有限的，但是，着眼于化解行政纠纷、提高法
院解决纠纷能力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效果也逐
步体现出来。

（三）扩大法律适用范围

１９８９年《行政诉讼法》颁布后，法院的受案范
围在实践中呈现不断扩张的态势，但是，明确不能
受理的案件范围仍然相当广泛，如国家行为、抽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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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内部行为和法定终局行为，此外，还存在因
司法独立性和权威性不足，导致司法实践中一些
地方法院随意限缩受案范围的现状瑑瑨。２０１４年修
改的《行政诉讼法》通过以下层面拓展受案范围：
首先，用“行政行为”取代原先“具体行政行为”的
法律概念，释放出将更多类型的行政活动方式纳
入司法审查范围的立法意图。其次，受案范围条
款对行政活动方式作出了扩张性的列举，例如，认
为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者违
法变更、解除政府特许经营协议、土地房屋征收补
偿协议等协议的被明确纳入受案范围的法定类

型。再次，从权利类型角度看，认为行政机关侵犯
其他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兜底条款，被赋
予了对不确定法律概念“等”进行扩张解释的广泛
期待。最后，明确肯定行政行为包括法律、法规和
规章授权的组织作出的行政行为也纳入受案范

围，清除了高等学校、社会团体行使法定公共事务
管理职能时的可诉性障碍。受案范围的扩大最引
人注目之处在于将行政协议和公益诉讼纳入了行

政诉讼法的管辖范围。
在２０１４年《行政诉讼法》修改之前，行政协议

长期处于“有名无实“的尴尬境地，合法性身份始
终没有得到确认，既不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
法》的保护，又不在《行政诉讼法》的受理范围瑒瑨。

２０１４年修改的《行政诉讼法》将行政协议纳入行
政诉讼轨道，行政主体不履行行政协议的，相对人
可以依照该法提起行政诉讼，规定公民、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就下列行政协议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
法院应当依法受理：政府特许经营协议、土地和房
屋等征收征用补偿协议以及其他行政协议。自

２０１４年修改的《行政诉讼法》实施以来，大量的行
政协议进入了诉讼渠道，远远超过“旧法时代”。
行政协议作为一种较为新型且重要的行政管理手

段，通过引进公民参与行政，从而提高行政效率和
行政公信力。通过行政协议，普通公民可以以协
商的方式提出要求和履行义务，以积极的权利行
使直接参与实施行政职能特别是经济职能，从而
减少政府和公民因目的和利益不同形成的对立，
有利于化解矛盾，创造和谐社会瑒瑩。
由于《行政诉讼法》缺少相应的法律条款明确

对侵害公共利益的行为加以规定，结果导致国有
资产流失、环境污染和食品安全等关系到国家和
公众集体利益的行为得不到有效遏制。２０１７年
修改的《行政诉讼法》，公益诉讼成为广为关注的
问题，在《行政诉讼法》第２５条增加１款，作为第

４款：人民检察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生态环境和

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国有财产保护、国有土
地使用权出让等领域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行政机

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致使国家利益或者
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应当向行政机关提出
检察建议，督促其依法履行职责，行政机关不依法
履行职责的，人民检察院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人民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是切实保护国家和
社会公共利益的迫切需求，是保护社会弱势群体、
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现实需要，是保障行政机关
依法行政、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客观需要瑓瑠。

２０１７年修改的《行政诉讼法》实施之后，公益诉讼
无法可依的局面得到了迅速改观，过去大量难以
立案的诉讼请求进入了诉讼程序，据无讼网的不
完全统计，由检察院和具有资格的社会组织提起
的公益诉讼在２０１７年修改的《行政诉讼法》实施
之后，数量明显增加，例如，２０１７年，由检察院提
起的公益诉讼为５３２件，而２０１３年只有１３件瑓瑡。

五、结语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
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历史也进入了新时代。习近
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
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

之间的矛盾瑓瑢。社会矛盾的重大转变意味着，全
面依法治国任务依然繁重，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有待加强。习近平指出，全面依法治国是国
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必须坚持厉行法治，推进
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以良
法促进发展、保障善治瑓瑢。习近平的讲话正确地
指出了国家治理与依法治国的关系，并且明确要
求，将法治纳入国家治理的范畴，以法治保障善
治。
在今后一段时期，法治国家应当着重完善以

下几个方面的建设：第一，强化党对司法系统的政
治领导，确保司法机关的工作有利于政治稳定和
社会公平正义。党对司法机关的政治领导要坚持
法治意识、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为司法机关独立
办案创造有利的政治环境。第二，提高人民代表
大会对司法机关的监督力度，真正履行权力机关
的权力。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应当加强对司法机关
年度工作报告的审查，转变“橡皮图章”的形象；各
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可以行使对司法机关

日常监督权力，要求法院和检察院不定期地在重
要案情和重要决定方面向其汇报，或对司法机关
办理的热点案件举行听证会。第三，进一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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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诉讼体制机制改革，通过办理典型案件，有力
推进依法行政。司法机关要合理运用司法权威，
严格执行行政诉讼中的法人应诉制度，防止行政
权的滥用，强化行政机关的责任意识，转变行政领
导“权大于法”的传统观念。第四，司法机关应当
坚持和完善立案登记制度，确保人民群众的合理
诉求得到公正的审理，使司法制度成为公民维权
和参与治理的基本通道。
实践证明，司法机关既是约束公权力的有力

武器，也是保护公民权利的有效救济。随着我国
法治国家建设的不断推进，不仅行政治理的能力
将得到大幅提升，而且社会参与也会在法制的规
范下释放出前所未有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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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瑐瑠参见Ｇｕｉｌｌｅｒｍｏ　Ａ．Ｏ’Ｄｏｎｎｅｌｌ：Ｗｈｙ　ｔｈｅ　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

Ｍａｔｔｅｒ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２００４，Ｖｏｌ．１５，Ｎｏ．４）。

瑐瑡参见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　Ｊ．Ｐｅｒｒｙ：Ａ　Ｎｅｗ　Ｒｉｇｈｔｓ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
ｎｅｓ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２００９，Ｖｏｌ．２０，Ｎｏ．３）；Ｍａ－
ｒｙ　Ｅ．Ｇａｌｌａｇｈｅｒ：Ｍｏｂｉｌ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ａｗ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Ｉｎｆｏｒｍｅｄ

Ｄｉｓｅｎｃｈａｎｔｍｅｎ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Ｌｅｇａｌ　Ｃｏｎ－
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Ｌａｗ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０６，Ｖｏｌ．４０，Ｎｏ．４）。

瑐瑢参见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１９９９～２０１６
年）（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ｔｊｓｊ／ｎｄｓｊ／）。

瑐瑣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民政事业发展统计

公报》（２００９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２０１０～２０１６
年）（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ｃａ．ｇｏｖ．ｃｎ／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ｊ／ｔｊｇｂ／？）。

瑐瑤参见 Ａｎｄｒｅｗ　Ｗｅｄｅｍａｎ：Ｉｎ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Ｎｏｉｓｅ，ａｎｄ

Ｆｅａｒ　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Ｌｏｃ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Ｃｏｍ－

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２００１，Ｖｏｌ．３５，Ｎｏ．

４）。

瑐瑥参 见 Ｍｅｌａｎｉｅ　Ｍａｎｉｏｎ：Ｔｈｅ　Ｃａｄｒ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Ｐｏｓｔ－Ｍａｏ：Ｔｈｅ　Ａｐｐｏｉｎｔｍｅｎｔ，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Ｔｒａｎｓ－
ｆｅｒ　ａｎｄ　Ｒｅｍｏｖａｌ　ｏｆ　Ｐａｒｔｙ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　Ｌｅａｄｅｒｓ（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１９８５，Ｎｏ．１０２）；Ｍａｒｉａ　Ｅｄｉｎ：Ｒｅｍ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Ｓｔａｔｅ：Ｔｈｅ　Ｃａｄｒ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ｔ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Ｌｅｖｅｌ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Ｃｈｉｎａ：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０３，Ｖｏｌ．１，Ｎｏ．１）。

瑐瑦参见Ｋｅｖｉｎ　Ｊ．Ｏ’Ｂｒｉｅｎ，Ｌｉａｎｊｉａｎｇ　Ｌｉ：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　Ｐｏｌ－
ｉｃｙ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Ｃｈｉｎａ（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１９９９，Ｖｏｌ．３１，Ｎｏ．２）。

瑐瑧参见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Ｓｃｈｗａｒｔｚ：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Ｃａ－

ｐａｃｉｔｙ　ｏｎ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Ｔｈｅ

８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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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ｓ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２００３，Ｖｏｌ．１２，Ｎｏ．１）；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Ｇｂｅｌ：Ｕｎｅｖｅ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ｍ－

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Ｃｈｉｎａ（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１１，

Ｖｏｌ．６５）。

瑐瑨参见 Ｖｉｃｔｏｒ　Ｓｈｉｈ，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Ａｄｏｌｐｈ，Ｍｉｎｇｘｉｎｇ
Ｌｉｕ：Ｇｅｔｔｉｎｇ　Ａｈｅａｄ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ｄｖａｎｃ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１２，Ｖｏｌ．１０６，Ｎｏ．

１）。

瑐瑩参见谢岳、葛阳：《市场化、民间组织与公共治理》

（载《学习与探索》，２００６年第６期）。

瑑瑠参见赵秀梅：《中国ＮＧＯ对政府的策略：一个初步

考察》（载《开放时代》，２００４年第６期）；Ｐｅｔｅｒ　Ｈｏ：Ｓｅｌｆ－ｉｍ－

ｐｏｓｅｄ　Ｃｅｎｓｏ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Ｄ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ｉｚｅ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Ｇｒｅｅｎ　Ａｃｔｉｖｉｓｍ　ｏｒ　ａ　Ｃｏｌｏｒ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ｉｎ　Ｐｅｔｅｒ　Ｈｏ，Ｒｉｃｈ－
ａｒｄ　Ｌｏｕｉｓ　Ｅｄｍｏｎｄｓ：Ｃｈｉｎａ’ｓ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Ａｃｔｉｖｉｓｍ：Ｏｐ－

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ｏｆ　ａ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Ｒｏｕｔ－
ｌｅｄｇｅ，２００８）。

瑑瑡参见谢岳、党东升：《草根动员：国家治理模式的新

探索》（载《社会学研究》，２０１５年第３期）。

瑑瑢参见杨雪冬、陈雪莲：《政府改革创新的社会条件

与发展状态———地方干部的视角》（载《社会科学》，２０１０
年第２期）。

瑑瑣参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

务的指导意见》（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ｚｗｇｋ／２０１３－０９／３０／

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４９８１８６．ｈｔｍ）。

瑑瑤参见Ｃａｉ　Ｄｉｎｇｊｉａｎ，Ｗａｎｇ　Ｃｈｅｎｇｕａｎｇ：Ｃｈｉｎａ’ｓ　Ｊｏｕｒ－
ｎｅｙ　ｔｏｗａｒｄ　ｔｈｅ　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Ｌｅｇａｌ　Ｒｅｆｏｒｍ，１９７８－２００８
（Ｂｒｉｌｌ，２０１０）。

瑑瑥参见Ｒａｎｄａｌｌ　Ｐｅｅｒｅｎｂｏｏｍ：Ｓｅｅｋ　Ｔｒｕｔｈ　ｆｒｏｍ　Ｆａｃｔｓ：

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ｒｂｉｔｒａｌ　Ａｗａｒｄ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Ｃ（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Ｌａｗ，

２００１，Ｖｏｌ．４９，Ｎｏ．２）。

瑑瑦参见张文显：《联动司法：诉讼社会境况下的司法

模式》（载《法律适用》，２０１１年第１期）。

瑑瑧参见 Ｍｉｎｘｉｎ　Ｐｅｉ：Ｒｉ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ｔｈｅ　Ｃｈａｎ－

ｇｉｎｇ　Ｃｏｎｔｅｘ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ｓｓｉｄｅｎｔ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ｉｎ　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　Ｊ．

Ｐｅｒｒｙ，Ｍａｒｋ　Ｓｅｌｄｅ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Ｃｈａｎｇｅ，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ａｎｄ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０３）。

瑑瑨参见何海波：《行政诉讼法》（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６年，

第１５页和第１１３页）。

瑑瑩参见莫于川、雷振：《我国〈行政诉讼法〉的修改路

向、修改要点和修改方案———关于修改〈行政诉讼法〉的

中国人民大学专家建议稿》（载《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

报》，２０１２年第３期）。

瑒瑠参见薛刚凌、杨欣：《论我国行政诉讼构造：“主观

诉讼”抑或“客观诉讼”？》（载《行政法学研究》，２０１３年第４
期）。

瑒瑡参见顾敏：《第三巡回法庭推行跨域立案》（载《新

华日报》，２０１７年７月２４日第２版）。

瑒瑢参见马得华：《我国行政诉讼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

的模式与效力难题》（载《政治与法律》，２０１７年第８期）。

瑒瑣参见王万华：《〈行政复议法〉修改的几个重大问

题》（载《行政法学研究》，２０１１年第４期）。

瑒瑤参见杨海坤、朱恒顺：《行政复议的理念调整与制

度完善———事关我国〈行政复议法〉及相关法律的重要修

改》（载《法学评论》，２０１４年第４期）。

瑒瑥参见梁君瑜：《复议机关作行政诉讼共同被告———

现状反思与前景分析》（载《行政法学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５
期）。

瑒瑦参见彭文浩：《中国调解制度的复兴：法院调解》

（载强世功：《调解、法制与现代性：中国调解制度研究》，

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０１年）；张文显：《联动司法：诉讼社会

境况下的司法模式》（载《法律适用》，２０１１年第１期）；苏

力：《关于能动司法与大调解》（载《中国法学》，２０１０年第１
期）。

瑒瑧参见范愉：《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ＡＤＲ）与法治的

可持续发展———纠纷解决与 ＡＤＲ研究的方法与理念》

（载《法制现代化研究》，２００４年）；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Ｌ．Ｌｉｅｂｍａｎ：

Ａ　Ｐｏｐｕｌｉｓｔ　Ｔｈｒｅａｔ　ｔｏ　Ｃｈｉｎａ’ｓ　Ｃｏｕｒｔｓ？ｉｎ　Ｍａｒｇａｒｅｔ　Ｙ．Ｋ．

Ｗｏｏ，Ｍａｒｙ　Ｅ．Ｇａｌｌａｇｈｅｒ：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ｕｓｔｉｃｅ：Ｃｉｖｉｌ　Ｄｉｓｐｕｔｅ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ａ（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１，ｐｐ．２６９－３１３）。

瑒瑨参见张启江：《“行政”与“协议”的融合与冲突———

行政协议制度研究三十年》（载《时代法学》，２０１６年第５
期）。

瑒瑩参见何靖、刘羽梅：《为拆除违法建筑订立的行政

协议的效力》（载《人民司法》（案例），２０１７年第１４期）。

瑓瑠参见巩富文、杨辉：《我国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

制度研究》（载《人民检察》，２０１５年第５期）。

瑓瑡参见无讼网数据（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ｉｔｓｌａｗ．ｃｏｍ／ｂｊ），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２５日访问。

瑓瑢参见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

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ｈｔｔｐ：／／ｃｐｃ．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ｎ１／

２０１７／１０２８／ｃ６４０９４－２９６１３６６０．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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